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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在雾霾严重时期收集的大规模问卷调查数据，建立了雾霾感知风险等因素与应对

行为之间关系的结构方程模型． 分析显示，对环境信息越敏感、雾霾感知风险越大、对雾霾知识

了解越多、雾霾感知可控性越大的公众会采取更多的防护与应对措施，他们对相关防护产品的

购买意愿也越强． 特别是，感知风险在环境信息与应对行为以及环境满意度之间起着重要的中

介变量作用，即当雾霾污染引起人们的感知风险时，会促使他们采取更多的应对行为，并且对

环境满意度评价产生负面影响． 另外，雾霾感知可控性在雾霾知识熟悉度与应对行为以及环境

满意度之间起着部分中介变量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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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近年来全国多地雾霾频发，且有愈演愈烈趋

势，空气质量问题备受关注． 2016 年 12 月 16 日 －
21 日，华北地区出现了连续超过 50 h 的严重污

染，PM2. 5 浓度超过 500 μg /m3，AQI 指数频繁

“爆表”． 这一轮雾霾持续时间长 ( 甚至持续到了

2017 年新年过后) 、影响范围广、污染程度重，在

全国造成了广泛的影响，北京、天津、石家庄、成都

等 20 多个城市启动最高级别的重污染天气红色

预警，30 多个城市启动橙色预警． 多地航班、高

速公路因雾霾天气受阻，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极

大的不便． 严重的雾霾污染给公众的身体健康带

来了威胁，使人们的应对行为普遍提升，对环境问

题也更加重视．
2017 年初《人民日报》发文《七问雾霾: 什么

时候才能呼吸到洁净空气?》，文章称“近期频繁

袭来的大范围严重雾霾，不时启动的空气重污染

预警，让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的人们心中焦虑．”
2016 年 12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了《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办法》，其中的

重要亮点是将公众满意度作为政府生态文明建设

考核工作的重要指标，充分体现了政府对公众监

督与参与的重视． 在 2017 年 3 月的“两会”上，李

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加快改善生态

环境特别是空气质量，是人民群众的迫切愿望，是

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 必须科学施策、标本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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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铁腕治理，努力向人民群众交出合格答卷． 坚

决打好蓝天保卫战．”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气象局去年联合发布

了《气候变化绿皮书: 应对气候变化报告》，报告

称，雾霾天气会提高死亡率、使慢性病加剧、呼吸

系统及心脏系统疾病恶化，影响生殖能力、改变免

疫结构，并使人们产生焦虑和抑郁等心理症状． 目

前，空气污染已经成为我国城市环境最大的危害

之一，给公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财产带来了巨大

的威胁［1，2］． 因此，本项研究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公

众对雾霾污染的心理和行为反应，揭示雾霾感知

风险的形成机制，以及雾霾感知风险对公众应对

行为与环境满意度的影响等，兼具理论价值与现

实意义．
本文基于在雾霾严重时期的大规模问卷调查

数据，采用结构方程模型的分析方法，探讨影响公

众雾霾感知风险、雾霾感知可控性的各种因素

( 包括环境信息影响和雾霾知识等) ，以及他们对

雾霾应对行为、环境满意度、应对产品购买意愿的

影响机制，并建立这些因素之间的结构关系，识别

各种中介变量，寻找影响应对行为的主要因素和

提升环境满意度的有效途径，并为政府的环境工

作和政策提出相关建议．

1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根据计划行为理论［3］，公众的行为和意愿主

要由他们对行为后果的理性评价所形成的态度以

及感知的行为可控性所决定． 过去大量的研究也

显示，对环境的态度决定人们的利环境意愿和行

为［4，5］，而环境态度可以通过人们对环境问题的

忧虑和感受到的威胁来体现［6］． 另外，防护动机

理论［7］认为人们的防护行为动机来源于对有关

事件的威胁性评估和应对效能评估这样的认知过

程． 基于这些研究，在雾霾污染环境下，公众采取

应对行为的动机，应该来自于他们对雾霾威胁性

的评价( 风险认知) ，以及采取应对行为的效能评

价( 感知的可控性) ． 这些评价反映了公众对雾霾

污染的基本态度，从而决定他们的应对行为．
1． 1 空气感知风险及其决定因素

感知风险是关于风险的特征和严重程度的主

观判断，它的形成受到多方面的影响，其中包括易

感性、严重性、控制性、延迟性、灾难性、陌生性、知
识度等［8，9］． 在保护动机理论［7］中，主要从易感性

和严重性两个方面去评价事件的威胁性． 在环境

行为研究中，也往往从这两个方面来评价对环境

问题的感知威胁［10］．
在众多环境风险中，公众一般认为大气污染

带来的风险较高［11，12］． 由于呼吸是人类生存的基

本需求，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很难避免空气污染的

影响，从而对身体健康造成威胁，特别是直接造

成慢性呼吸系统疾病［13］． 空气中的颗粒污染已成

为影响 空 气 质 量、气 候 和 人 们 健 康 的 主 要 问

题［14，15］． 长期接触污染的空气会大大降低人们的

预期寿命［1］，影响年轻人的健康发展［16］．
过去 的 研 究 发 现，空 气 污 染 物 浓 度 ( 即，

AQI) 与空气感知风险有一定联系，但它们之间的

相关性并不强［17 － 19］． 因此，空气感知风险还受到

其它多种因素的影响，特别是心理和社会的各种

因素［20 － 23］．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往往通过自己对

环 境 的 观 察［24］、感 官 感 受［19，25］、健 康 状

况［19，26，27］、朋友交流［28］、以及媒体报道［29］等来获

得空气质量的线索，以形成他们对空气状况的风

险认知［30］．
公众对 PM2. 5 信息的信任度也会显著影响

他们的风险认知［31］． 特别是当人们感到对生活环

境缺乏掌控时，这种感知的不可控性会进一步增

加人们对空气污染的感知风险［32］． 而过去几年网

络媒体的发展促进了人们的信息交流，在很大程

度上推动了感知风险的社会放大效应［33，34］．
另外，公众对空气的感知风险还与个人特征

有关． 女性对环境风险的感知水平更高［35］; 在同

一个环境，年轻人更倾向于认为空气质量差［26］;

受教育水平越高的人更容易感受到空气污染给健

康带来的不良影响［36］; 收入高的群体对空气质量

更为关注［25］．
1． 2 感知风险与应对行为的关系

公众对环境的感知风险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

他们的各种环境行为． 过去的研究发现，如果个体

感知到环境污染可能带来的风险和威胁，他们会

更加关注环境问题、遵守环境规范、并且更愿意致

力于环境保护和解决环境问题［6，7，37 － 39］． 有的研

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方法，建立了健康感知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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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环境行为之间的关系，以及对政府的信息信任

与感知风险之间的关系［40］． 已有的研究发现，官

方公布污染预警和 PM2. 5 等环境监测数据并不

能即时引发人们的应对行为，而公众对空气污染

的切身感知，以及对相应风险的恐惧，才是他们采

取防护行为和环保行为的真正驱动因素［19，41］．
人们通常会采取相关行动和预防性行为来应

对环境风险所带来问题［42］． 在西方国家，面对空

气污染，人们往往采取减少室外业余活动、呆在室

内、关 闭 窗 户、清 新 室 内、洗 手 洗 脸 等 应 对 措

施［19，43］． 早期的实证研究发现，在空气质量超过

国家标准时，人们会减少室外活动，特别是那些有

健康问题的人群［44］． 近来的研究也显示，在有警

告发布的空气重污染日子，人们会显著的减少户

外活动时间［45］． 在中国，为了应对颗粒物 PM2. 5
和空气污染，很多人采取户外活动带口罩、在家使

用空气过滤器等措施． 一项基于北京市民大众点

评网数据的研究显示，PM2. 5 浓度上升会导致人们

外出就餐的频率降低以及满意度的降低［46］． 另外，

政府对空气污染往往也会采取多种控制和应对措

施［47］，甚至让学校停课、企业停产、道路限行等．
以上的文献分析表明公众的环境应对行为是

通过对空气质量的感知风险来驱动的，而感知风

险的形成取决于人们对环境信息的多种感知途

径． 在过去的研究中感知风险的这种中介作用并

没有被清楚的认识到． 本项研究具体考虑雾霾的

感知风险，主要的研究问题是揭示雾霾感知风险

在空气质量信息与应对行为之间所起的中介变量

作用． 根据以上讨论，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a 对雾霾感知风险越大的人会有更多的

应对行为．
H1b 受环境信息影响越大的人会有更多的

应对行为．
H1c 环境信息通过感知风险这个中介变

量，对个人应对行为产生正面影响．
1． 3 感知风险对环境满意度的影响

我国的经济发展大大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

平，但同时也带来了环境污染等诸多问题，并且对

人们的生命健康造成了严重威胁［1，48］，特别是对

10 岁以下的孩子和老年人的影响更大［2］． 因此，

空气污染会降低人们对生活满意度的评价． 反之，

空 气 质 量 的 改 善 可 以 给 人 们 带 来 各 种 健 康 利

益［49］． 另外，由于人们通常认为政府对于环境质

量负有主要责任，这自然会影响他们对政府环境

工作满意度的评价．
已有的研究表明，不同维度的空气质量水平，

如 PM10 和颗粒物［50，51］、NO2
［52］、SO2

［53，54］等浓度

指标对人们的主观幸福感都有显著影响． 一项根

据中国 30 个城市污染数据的研究显示 SO2 排放

量对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负面影响［55］． 有研究表

明，人们感知的空气质量对他们的生活满意度有

正面影响，并在实际空气质量和生活满意度之间

起着调节变量的作用［56］． 本文采用感知风险来表

示人们对空气质量的态度，研究感知风险在空气

质量信息与环境满意度之间所起的作用． 基于以

上考虑，提出如下假设:

H2a 对雾霾感知风险越大的人会有更低的

环境满意度．
H2b 受环境信息影响越大的人会有更低的

环境满意度．
H2c 环境信息通过感知风险这个中介变

量，对个人环境满意度产生负面影响．
1． 4 环境知识与可控性的影响

过去大量的研究均认为，环境知识是环境行

为的主要驱动因素之一［4］． 有关环境问题的知识

应该是环境规范以及环境态度形成的重要认知前

提条件［5］． 一些研究甚至认为让人们接受环境知

识的教育就会自动的引导他们产生更多的利环境

行为［57］． 研究显示，不仅正确的环境知识水平能

够预测人们的环境行为［58］，即便自我报告的环境

知识水平也能有效的预测环境行为［59］． 实际上，

在感知风险的研究中，知识也是 1 个重要维度［8］．
雾霾以及 PM2. 5 作为比较新的空气污染源近几

年才被我国公众所了解，其形成原因、形成过程以

及对健康的影响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因此，当前人

们对雾霾知识的了解程度还不够，相应的防护措

施或行为还比较少［60］，这也会影响人们对雾霾感

知的可控性．
按照计划行为理论［3］，控制观 ( locus of con-

trol) ［61］或自我效能 ( self-efficacy) ［62］是影响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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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行为意愿的另一个重要因素［3］． 在防护动机

理论［63］中，可控性与感知风险是人们防护行为的

动机来源． 那些相信自己具有充分能力去采取某

种行动或者到达某种目的的人会有更多的利环境

行为［4，5］． 对于雾霾污染，如果人们感知到风险并

认为采取应对行为能够达到保护身体健康的目

的，他们就应该有相应的行动． 基于防护动机理

论，本文采用雾霾感知可控性，来代表人们对雾霾

污染控制效能的评价． 显然对雾霾污染感知的可

控性会受到雾霾知识的影响，它也会直接影响人

们对环境的满意度． 根据这些讨论并结合前面的

文献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3a 对雾霾知识熟悉度越大的人会有更多

的应对行为．
H3b 对雾霾感知可控性越大的人会有更多

的应对行为．
H3c 雾霾知识熟悉度通过感知风险这个中

介变量，对个人应对行为产生正面影响．
H3d 雾霾知识熟悉度通过雾霾感知可控性

这个中介变量，对个人应对行为产生正面影响．
H4a 对雾霾感知可控性越大的人会有更高

的环境满意度．
H4b 雾霾知识熟悉度通过感知风险这个中

介变量，对环境满意度产生负面影响．
H4c 雾霾知识熟悉度通过感知可控性这个

中介变量，对环境满意度产生正面影响．
1． 5 研究框架

以上讨论了有关感知风险的构成以及对环境

应对行为、环境满意度的影响，但总体上感知风险

在环境行为方面的研究还比较少［64］． 到目前为

止，还没有雾霾感知风险及其应对行为这方面的

系统性研究． 基于防护动机理论［7］和计划行为理

论［3］，本文按照“信息 /知识→评价 /态度→行为 /
结果”这样的研究框架展开，并对相关假设进行

检验( 图 1) ． 根据以上的文献讨论和研究假设，本

文的框架把相关因素分成 3 个层次，雾霾信息和

知识可以直接影响应对行为、环境满意度，也可以

通过雾霾感知风险和感知可控性这两个中介变量

间接影响它们，其直接影响与间接影响的强度大

小由实证分析来确定． 本文考虑把防护产品购买

意愿放在第 3 层面，这是因为那些对雾霾采取了

应对行为的人才会有这样的意愿． 图 1 中的评价 /
态度是基于雾霾感知风险和雾霾感知可控性两个

方面来考虑的认知调节中间过程，它们分别对应

于防护动机理论的威胁程度评估和应对效能评

估，反映了公众应对雾霾正反两方面的态度．

图 1 研究框架

Fig． 1 Ｒesearch framework

本文采用结构方程模型 (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SEM) 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和假设检验．
结构方程模型是公认的分析多个潜变量 ( latent
variables) 之间，以及潜变量和可观测解释变量

( covariates) 之间关系最有效的多元统计工具． 结构

方程模型不仅可以通过测量方程降低数据维度，解

决变量之间的高相关性引起的多重共线性问题，而

且可以对提出的假设进行同时性的检验，从而系统

地揭示和解释各个变量之间的结构关系． 结构方程

模型已广泛应用于环境行为的研究中［5，65］．

2 样本数据与探索性分析

2． 1 问卷设计与数据收集

根据以上的文献讨论和研究假设，本文的雾

霾调查问卷设计是基于图 1 的研究框架，考虑了

7 个方面的潜变量以及人口统计变量，涉及 51 个

具体题项( 见表 1) ． 这些潜变量包括雾霾感知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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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环境信息影响、雾霾知识熟悉度、雾霾感知可

控性、环境满意度、雾霾应对行为以及产品购买意

愿． 各潜变量测度题项的设计参考了过去有关空

气污染感知风险和应对行为的测度题项［43］以及

环境行为测度题项［66］，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

考虑了当前公众对雾霾关注的重点以及采取的各

种防护措施． 例如，雾霾感知风险主要从严重性、
易感性以及相关性等几个方面去评价［7，9］，包括

对个人健康的威胁、对家人健康的威胁、对生活工

作的影响、本地雾霾严重程度以及对本地发展的

影响． 雾霾应对行为包括外出带口罩等、衣着防

护、室内开空气净化器、强化个人卫生、减少外出、
减少户外运动、服用药品或保健品、外出旅游及劝

说他人采取防护措施等．
调查问卷中还包括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家

庭收入及健康状况等自我报告的人口统计变量．
表 1 问卷包含的潜变量与相关题项及可靠性检验

Table 1 Latent variables and their related items and reliability estimations in the questionnaire

因子 /潜变量 测量题项简要描述
题项

数目
克朗巴哈系数

雾霾感知风险
Q1．1 本地雾霾严重程度、Q1．2 雾霾对您身体健康威胁、Q1． 3 雾霾对生活工作负

面影响、Q1．4 雾霾对您家人身体健康威胁、Q1．5 雾霾对本地发展负面影响
5 0． 923

环境信息影响

Q2． 1 政府公布的 PM25 和 AQI、Q2． 2 周围环境观察和感受、Q2． 3 身体健康

影响的感受、Q2． 4 心理状态影响的感受、Q2． 5 带口罩的人数、Q2． 6 与朋友

和同事交流、Q2． 7 新闻媒体报道、Q2． 8 社交媒体信息

8 0． 841

雾霾知识

熟悉度

Q3． 1 雾霾构成主要成分、Q3． 2 雾霾源头和成因、Q3． 3 雾霾检测方法、Q3． 4

雾霾对身体健康影响、Q3． 5 雾霾预防措施及效果、Q3． 6 雾霾总体知识了解
6 0． 876

雾霾感知

可控性

Q4． 1 雾霾源头可控性、Q4． 2 雾霾过程可控性、Q4． 3 雾霾影响范围可控性、

Q4． 4 雾霾危害可控性、Q4． 5 雾霾防止效果可控性、Q4． 6 雾霾总体可控性
6 0． 915

环境满意度

Q5． 1 对政府治理雾霾工作的满意度、Q5． 2 对空气质量信息公开化的满意

度、Q5． 3 对政府生态环境建设工作的满意度、Q5． 4 对生活与居住环境的满

意度、Q5． 5 对生活质量的满意度、Q5． 6 对本地生态环境的满意度

6 0． 924

雾霾应对行为

Q6． 1 外出时带口罩等、Q6． 2 外出时注意衣着防护、Q6． 3 在室内开空气净

化器、Q6． 4 强化个人卫生、Q6． 5 减少外出时间或次数、Q6． 6 减少户外运动、

Q6． 7 服用防雾霾药品或保健品、Q6． 8 选择封闭式代步工具、Q6． 9 尽量离开

本地如外出旅游等、Q6． 1 劝说他人采取防护措施

10 0． 858

产品购买意愿

Q7． 1 室内健身器材购买意愿、Q7． 2 室内植物购买意愿、Q7． 3 雾霾险购买意

愿、Q7． 4 抗雾霾个人护理产品购买意愿、Q7． 5 抗雾霾药品和食品购买意

愿、Q7． 6 口罩等雾霾防护设备购买意愿、Q7． 7 空气净化器购买意愿、Q7． 8

家庭新风系统购买意愿、Q7． 9 进口罐装新鲜空气购买意愿、Q7． 10 海外旅游

购买意愿

10 0． 873

注: 雾霾感知风险的是从 1( 完全没有威胁) 到 7( 非常大的威胁) 的刻度; 其余的题项都是使用从 1 到 5 的主观评价刻度．

2016 年 12 月 19 日 ～ 2016 年 12 月 21 日期

间，正值华北地区遭受大面积严重雾霾污染，通过

微信朋友圈广泛邀请各行各业的朋友参与雾霾感知

风险与应对行为的调查，集中收集问卷 3 539 份，样

本来自全国 200 多个城市．
本次调查数据来自不同人群，其中公司职员占

32. 3%、学生占18. 9%、科教文化人员占17. 3%、国
家机关干部占 6． 4%、个体从业者占 4. 4%、服务业

人员占 2． 7% ; 男性占 46． 9%，女性占 53． 1% ; 各年

龄段，20 岁 ～ 29 岁 占 34． 5%、30 岁 ～ 39 岁 占

32. 7%、40 岁 ～ 49 岁占 21． 9%、50 岁 ～ 59 岁占

7. 1% ; 文化程度，高中及以下毕业占 3． 2%、大专毕

业占 7． 7%、大学本科毕业占 41. 6%，研究生毕业

占 47． 1% ; 各家庭收入层次，5 万元以下占 11． 9%、
5 万元 ～ 10 万元占 22. 2%、10 万元 ～ 20 万元占

30. 0%、20 万 元 ～ 50 万 元 占 23． 3%、50 万 元 ～
100 万元占 9． 1%、100 万元以上占 3． 6% ． 总体来

看，样本主要来自于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
2． 2 探索性因子分析与相关分析

为了验证问卷设计的正确性，在采用结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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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模型分析之前，首先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 取样

足够度的 KMO 值为 0． 917( 显著大与 0． 5) ，Bart-
lett 的球形度检验的 p 值接近为 0，说明问卷的结

构效度良好． 采用具有 Kaiser 标准化的正交旋转

方法( 由于因子之间有相关性) ，获得 10 个因子，

其方差贡献率达 66． 18%，除了雾霾应对行为和

产品购买意愿两个因子的测度有些分散以外，其

余的 5 个因子的测量题项构成与问卷设计考虑的

潜变量完全一致． 当限制提取 7 个因子时，所有的

因子的构成题项与问卷设计完全一致． 当然，在结

构方程模型分析时还要进行二阶验证性因子分

析． 可靠性分析显示，7 个因子的克朗巴哈系数

( Cronbach’s Alpha) 信度值都大于 0． 84 ( 表 1 ) ，

表明这些因子的测量题项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

性． 另外，问卷全部测量题项的 Cronbach’s Alpha 值

为 0． 890，说明整体问卷具有较高的内部一致性．
表 2 提供了各个因子 ( 潜变量) 之间的相关

系数以及显著性水平． 可见大部分潜变量之间都

是显著相关的，特别是导致雾霾感知风险的环境

信息影响，两者之间有最大的相关性; 雾霾应对行

为与防护产品购买意愿之间也有很强的相关性;

另外，雾霾感知风险与环境满意度之间存在强负

相关关系． 公众对雾霾感知风险越强，他们采取的

应对行为和措施就越多，对环境的满意度就越低．
因此，潜变量之间相关性分析为本文的假设提供

了初步的支持． 进一步还需要把所有的潜变量和

控制变量放进结构方程模型中，对假设进行同时

性和系统性检验．
表 2 潜变量的均值及相关矩阵

Table 2 Mean values and correlation matrix of the latent variables

潜变量
雾霾

感知风险

环境信息

影响

雾霾知识

熟悉度

雾霾感知

可控性

环境

满意度

雾霾

应对行为

产品

购买意愿

均值 6． 1 4． 09 3． 37 3． 05 2． 21 3． 12 3． 25

标准差 1． 25 0． 68 0． 75 1． 02 0． 88 0． 81 0． 8

雾霾感知风险 —

环境信息影响 0． 586＊＊ —

雾霾知识熟悉度 0． 217＊＊ 0． 210＊＊ —

雾霾感知可控性 0． 016 0． 038* 0． 160＊＊ —

环境满意度 － 0． 483＊＊ － 0． 346＊＊ － 0． 059＊＊ 0． 155＊＊ —

雾霾应对行为 0． 322＊＊ 0． 336＊＊ 0． 376＊＊ 0． 123＊＊ － 0． 159＊＊ —

产品购买意愿 0． 179＊＊ 0． 237＊＊ 0． 222＊＊ 0． 092＊＊ － 0． 049＊＊ 0． 524＊＊ —

注: * 、＊＊分别表示在 0． 05、0． 01 水平( 双侧) 上显著相关．

3 结构方程模型与结果分析

3． 1 结构方程模型与估计方法

在探索性分析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采用结

构方程模型对问卷数据进行整体性分析，以详尽

验证所提出的假设，并揭示变量之间的系统关系．
结构方程模型包括测量方程和结构方程两个部分．

基于问卷调查数据，将第 i 个个体的 p 维的

观测指示变量记做 yi = ( yi1，…，yip )
T，则本项研

究采用的结构方程模型的测量方程有如下形式:

y i = μ + Λ ωi + i，i = 1，…，n， ( 1)

其中 ωi = ( ωi1，…，ωiq )
T 为关于第 i 个个体的 q

维的潜变量，一般有 p ＞ q ; 参数向量 μ 代表 p 维

的截距项; 参数矩阵Λ是 p × q 维度非重叠结构的

观测指示因子载荷矩阵: 向量 i 表示 p 维的正态

随机误差项． 根据问卷设计以及探索性分析的结

果，问卷中有 p = 51 个观测指标变量( 即，表 1 中

的问卷题项) ，对应于 q = 7 个潜变量． 本文共收

集了 n = 3 539 份有效问卷．
结构方程部分将潜变量 ωi = ( ωi1，…，ωiq )

T

进一步细分为 q1 个潜因变量 ηi = ( ηi1，…，ηiq1 )
T

和q2 个解释潜变量 ξ i = ( ξi1，…，ξiq2 )
T ． 因 此，

ωi = ( ηT
i ，ξT

i ) T，并且 q = q1 + q2 ． 进一步，假设解

释潜变量 ξ i 服从多元正态分布 N( 0，Φ) ，其中 Φ
是个既量化了解释潜变量本身的方差大小，又量

化了解释潜变量之间的相关性的协方差矩阵． 而

潜因变量之间的关系则由以下结构方程刻画

ηi = B xi + Π ηi + Γξ i + δ i，i = 1，…，n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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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向量 xi 是 r 维的控制变量; B 是描述控制变

量对于潜因变量影响的 q1 × r 维的控制变量系数

矩阵; Π 是量化多个潜因变量之间关系的 q1 × q1
维的系数矩阵; Γ是量化潜因变量和解释潜变量

之间关系的 q1 × q2 维的系数矩阵; 向量 δ i 是 q1 维

的正态随机误差项． 为保证模型识别，Π 需要满

足 ( I － Π) 可逆，其中 I 是单位矩阵． 本文共识别

出了 q1 = 5 个潜因变量和 q2 = 2 个解释潜变量，

r = 5 个控制变量． 这 5 个控制变量分别为“性别

( xi1) ”，“年龄 ( xi2) ”，“健康状态 ( xi3) ”，“文化

程度 ( xi4 ) ”，和“家庭收入 ( xi5 ) ”． 两个解释潜

变量分别为环境信息影响( ξ1 ) 和雾霾知识熟悉

度( ξ2 ) ． 在 5 个 潜 因 变 量 中，“雾 霾 感 知 风 险

( η1 ) ”和“雾霾感知可控( η2 ) ”对潜因变量“雾

霾应对行为( η3 ) ”，“环境满意度”及“产品购买意

愿”的影响是本文关注的重点，同时，也关注“雾霾应

对行为”进一步对“环境满意度( η4)”和“产品购买

意愿( η5 )”的影响，所以将Π设定为以下形式

Π =

0 0 0 0 0
0 0 0 0 0
π31 π32 0 0 0

π41 π42 π43 0 0

π51 π52 π53















0 0

其中 π 为未知的系数，需要在模型中估计． 为了

便于解释，而且考虑到“雾霾应对行为”，“环境满

意度”及“产品购买意愿”是本文最终的因变量，

所以只研究控制变量对它们的影响，即将 Π 矩阵

中首两行元素固定为 0，其他元素设为未知． 此

外，Γ和 Φ 的所有元素均设为未知，需要一并在

模型中估计．
根据模型假设和所收集数据，采用先进的

贝叶斯统计方法［67］进行参数估计，其优点在于:

①它是抽样估计的方法，可以不依赖于大样本，

因此可以给出更加稳定的估计结果; ②可将环

境行为领域内的有关专业知识，例如感知风险

的中介作用等，通过先验参数引入到模型的估

计中，进而提高模型估计的准确性; ③贝叶斯方

法具有良好的计算理论和工具支持，可提供便

捷高效的计算途径; ④贝叶斯方法还能给出潜

在变量的精确数值估计，这在传统分析中很难

做到．

根据 Song 和 Lee［67］，采用 WinBUGS［68］软件

进行贝叶斯分析． 其统计推断步骤总结如下: 首

先，为未知参数设置先验分布，并为先验分布预设

超参数 ( hyperparameters) ． 先验分布代表对参数

估计值的预期． 由于已知的雾霾风险定量分析还

比较少，这里先验分布都设置为无信息先验，主要

由数据来驱动参数的最终估计; 第二步是由 Win-
BUGS 软件根据模型设置，数据录入，以及先验信

息，得出各个参数的条件后验分布，并通过 MCMC
方法依照各个后验分布依次对参数进行重复抽

样; 第三步是对算法的收敛性进行检测，并获取收

敛后的重复抽样结果从而得到各参数的后验分布

估计． 经过不同初值的收敛性检测，本文忽略前

10 000 次抽样，并收集之后的 10 000 次重复抽样

结果( 已收敛) ，以此来进行统计推断．
统计推断中的重要问题是检验模型的拟合优

度( goodness-of-fit) ． 由于本文采用了比较新颖的

贝叶斯统计方法，传统结构方程模型的拟合优度

检验方法已经不再适用． 因此，借鉴了 Meng［69］提

出的贝叶斯模型诊断统计量，即后验预测 p 值

( posterior predictive p-value，PP p-value) 来检验所

提出的结构方程模型对数据的拟合优度． 当 PP
p-value 处于 0． 5 附近时，表示模型对数据的拟合

度较好． 通过计算，本文提出的结构方程模型对于

数据拟合得到的 PP p-value 为 0． 572，表明总体拟

合度较好．
3． 2 结构方程模型的结果分析

模型重要参数的估计结果展示在表 3 中． 结

构方程部分中的显著参数特别用* 符号标记出

来，并且，根据这些显著参数，图 2 总结了控制变

量和解释潜变量对潜因变量的显著影响大小，以

及各潜因变量之间的显著影响关系． 结构方程模

型的估计结果讨论如下．
1) 通过观察表 3 的 1 列 ～ 4 列可知，测量方

程中的所有因子载荷均高度显著，确认了潜变量

的测度和估计是合理且有效的．
2) 由表 3 和图 2 所示，雾霾感知风险 ( η1 ) 既

受到个体感受的环境信息影响( ξ1 ) ，也受到雾霾

知识熟悉度( ξ2 ) 的影响，且均为正相关． 因此，来

自环境信息的影响越大，对于雾霾知识越熟悉，则

个体对雾霾风险的感知越强烈．

—7—第 9 期 徐 戈等: 雾霾感知风险与公众应对行为的实证分析



表 3 结构方程模型中主要参数的估计结果

Table 3 Estimation results of th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问卷

题项

测量方程

参数
估计值

标准

误差

结构方程

参数①
估计值

标准

误差

解释潜变量

相关性
估计值

标准

误差

Q1． 2 λ1，2 1． 172 0． 022 γ11 1． 128＊＊＊ 0． 052 φ11 0． 180 0． 013
Q1． 3 λ1，3 1． 219 0． 021 γ12 0． 082＊＊＊ 0． 015 φ12 0． 068 0． 006
Q1． 4 λ1，4 1． 197 0． 023 γ21 0． 015 0． 037 φ22 0． 541 0． 021
Q1． 5 λ1，5 1． 124 0． 021 γ22 0． 189＊＊＊ 0． 021
Q4． 2 λ2，7 1． 021 0． 016 b31 0． 085＊＊＊ 0． 012
Q4． 3 λ2，8 1． 006 0． 018 b32 － 0． 050＊＊＊ 0． 013
Q4． 4 λ2，9 0． 860 0． 019 b33 0． 030＊＊＊ 0． 011
Q4． 5 λ2，10 0． 934 0． 018 b34 0． 003 0． 013
Q4． 6 λ2，11 1． 040 0． 017 b35 0． 084＊＊＊ 0． 014
Q6． 2 λ3，13 0． 953 0． 023 π31 0． 150＊＊＊ 0． 024
Q6． 3 λ3，14 0． 863 0． 025 π32 0． 059＊＊＊ 0． 015
Q6． 4 λ3，15 0． 788 0． 024 γ31 0． 375＊＊＊ 0． 045
Q6． 5 λ3，16 0． 837 0． 024 γ32 0． 327＊＊＊ 0． 019
Q6． 6 λ3，17 0． 778 0． 023 b41 0． 027＊＊ 0． 013
Q6． 7 λ3，18 0． 704 0． 026 b42 － 0． 008 0． 012
Q6． 8 λ3，19 0． 748 0． 025 b43 0． 077＊＊＊ 0． 011
Q6． 9 λ3，20 0． 710 0． 022 b44 － 0． 034＊＊＊ 0． 013
Q6． 10 λ3，21 0． 970 0． 025 b45 － 0． 037＊＊＊ 0． 012
Q5． 2 λ4，23 0． 859 0． 019 π41 － 0． 460＊＊＊ 0． 025
Q5． 3 λ4，24 1． 011 0． 021 π42 0． 152＊＊＊ 0． 015
Q5． 4 λ4，25 1． 186 0． 022 π43 － 0． 015 0． 021
Q5． 5 λ4，26 1． 133 0． 020 γ41 － 0． 215＊＊＊ 0． 043
Q5． 6 λ4，27 1． 167 0． 021 γ42 0． 040＊＊ 0． 019
Q7． 2 λ5，29 0． 941 0． 035 b51 0． 078＊＊＊ 0． 009
Q7． 3 λ5，30 1． 040 0． 036 b52 － 0． 063＊＊＊ 0． 010
Q7． 4 λ5，31 1． 264 0． 038 b53 0． 015 0． 010
Q7． 5 λ5，32 1． 207 0． 040 b54 0． 030＊＊＊ 0． 009
Q7． 6 λ5，33 1． 222 0． 041 b55 0． 061＊＊＊ 0． 011
Q7． 7 λ5，34 1． 369 0． 038 π51 － 0． 028 0． 018
Q7． 8 λ5，35 1． 351 0． 040 π52 0． 011 0． 011
Q7． 9 λ5，36 0． 923 0． 034 π53 0． 426＊＊＊ 0． 020
Q7． 10 λ5，37 1． 000 0． 035 γ51 0． 067＊＊ 0． 032
Q2． 2 λ6，39 1． 462 0． 062 γ52 0． 012 0． 014
Q2． 3 λ6，40 1． 526 0． 065
Q2． 4 λ6，41 1． 586 0． 063
Q2． 5 λ6，42 1． 509 0． 071
Q2． 6 λ6，43 1． 845 0． 060
Q2． 7 λ6，44 1． 458 0． 067
Q2． 8 λ6，45 1． 686 0． 071
Q3． 2 λ7，47 1． 012 0． 023
Q3． 3 λ7，48 0． 975 0． 025
Q3． 4 λ7，49 0． 873 0． 023
Q3． 5 λ7，50 0． 963 0． 024
Q3． 6 λ7，51 1． 212 0． 023

注: ＊＊＊、＊＊ 分别表示在 1%、5% 的置信水平下的显著性．

①为了识别因子载荷矩阵 Λ中的参数 λ ，需要把各潜变量的其中1 个题项指标设定为固定载荷1，因此在参数 λ 的估计中本文设定每

个潜变量的第 1 个题项指标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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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各条边的系数是变量之间影响大小的强度值，括号中为相应的标准误差; 图中圆框表示不可观测的潜变量，方框表示控制变

量; 图中忽略了所有潜变量的测量指标，表 3 提供了这些指标的影响强度值 λ ．

图 2 雾霾感知风险与应对行为结构方程模型路径图

Fig． 2 Path diagram of th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3) 雾霾感知可控( η2 ) 只受到个体对雾霾知

识熟悉度( ξ2 ) 的正面影响． 个体对雾霾知识越熟

悉将有助于提高他们对雾霾的感知可控性．
4) 雾霾应对 行 为 ( η3 ) 与 性 别 ( x1 ) 、年 龄

( x2 ) 、健康状况 ( x3 ) 、家庭收入 ( x5 ) 、环境信息

( ξ1 ) 、雾霾知识熟悉度( ξ2 ) 、雾霾感知风险( η1 ) 、
以及雾霾感知可控 ( η2 ) 都有直接关系． 具体而

言，女性、年轻、健康状况良好、家庭收入较高的个

体会倾向于有更多的雾霾应对行为． 来自环境信

息的影响越大，雾霾知识越熟悉，雾霾感知风险越

大，雾霾感知可控性越高的个体越倾向于有更多

的应对行为． 还发现，雾霾感知风险和雾霾感知可

控同时作为两个重要的中介变量来影响雾霾应对

行为． 环境信息和雾霾知识熟悉度会通过这两个

中介变 量 间 接 影 响 雾 霾 应 对 行 为． 因 此，假 设

H1a、H1b、H1c、H3a、H3b、H3c、H3d 获得支持．
5) 环境满意度 ( η4 ) 与性别 ( x1 ) 、健康状况

( x3 ) 、文化程度 ( x4 ) 、家庭收入 ( x5 ) 、环境信息

( ξ1 ) 、雾霾知识熟悉度( ξ2 ) 、雾霾感知风险( η1 ) 、
以及雾霾感知可控( η2 ) 都直接相关． 结果显示，

女性、健康程度较高、文化程度较低、家庭收入较

低的个体倾向于具有较高的环境满意度． 这个结

论说明文化程度较高的群体及收入阶层较高的家

庭对于政府的监督更加严格，以及对良好环境的

需求更加迫切． 分析结果显示，那些受环境信息影

响大、感知雾霾风险大、雾霾感知可控性越低的个

体对环境满意度的评价更低． 如果个体雾霾知识

比较熟悉，以及对雾霾感知可控性比较高，其环境

满意度也会更高． 值得注意的是，来自雾霾感知风

险和外部环境信息对于环境满意度的负向影响

( π41 = － 0． 460，γ41 = － 0． 215 ) 是十分强烈的，远

大于其他因素对于环境满意度的正向影响，说明

现阶段民众对于雾霾的厌恶感十分强烈，严重地

影响了他们对于环境的满意度． 结果显示，雾霾感

知风险以及感知可控性是两个重要的中介变量，

即环境信息和雾霾知识会通过感知风险和感知可

控性来间接影响民众对于环境的满意度． 因此，假

设 H2a、H2b、H2c、H4a、H4b、H4c 获得确认．
6) 防护产品购买意愿 ( η5 ) 与性别 ( x1 ) 、年

龄( x2 ) 、文化程度( x4 ) 、家庭收入( x5 ) 、环境信息

( ξ1 ) 、雾霾应对行为( η3 ) 这些因素直接相关． 具

体而言，女性、年轻、文化程度较高、以及家庭年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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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较高的个体倾向于购买更多的雾霾防护产品．
分析显示，防护产品的购买意愿主要是通过雾霾

应对行为的需要来驱动的． 另外，环境信息对产品

购买意愿也有一定的直接影响作用． 当然，其它因

素，包括雾霾感知风险、雾霾感知可控、以及雾霾

知识熟悉度，会通过雾霾应对行为这个中介变量

来间接影响防护产品购买意愿．
3． 3 结构方程模型的敏感性分析

为探讨各种可能的模型结构关系( Γ和Π ) ，

特别是验证雾霾感知风险和感知可控性的中介作

用，这里进一步对所提出的结构方程模型进行敏

感性分析( sensitivity analysis) ，从而确认模型的合

理性． 这里主要考虑微调两个中介变量的结构来

检测所提出模型的有效性． 具体对以下 4 个模型

进行比较．
模型 1 现有模型 ( 图 2 ) ，即同时考虑雾霾

感知风险和雾霾感知可控作为两个中介变量．
模型 2 不将雾霾感知风险作为中介变量，

而只保留雾霾感知可控作为中介变量． 即，将 Π
的结构设为

Π =

0 0 0 0 0
0 0 0 0 0
0 π32 0 0 0
0 π42 π43 0 0
0 π52 π53















0 0

模型 3 不将雾霾感知可控作为中介变量，

而仅保留雾霾感知风险作为中介变量． 即，将 Π
的结构设为

Π =

0 0 0 0 0
0 0 0 0 0
π31 0 0 0 0

π41 0 π43 0 0

π51 0 π53















0 0

模型 4 不将雾霾感知可控和雾霾感知风险

作为中介变量． 即，将 Π 的结构设为

Π =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π43 0 0
0 0 π53















0 0

为了比较以上这些模型，需考虑适用于多元贝

叶斯模型比较的统计量． 本文采用由 Spiegelhalter
等［70］提出的 deviance information criterion ( DIC )

来进行模型比较． DIC 是广泛应用于贝叶斯模型

比较的统计量［67］，它与 AIC 和 BIC 类似，都是试

图对数据拟合度和模型复杂度进行权衡，其值越

小模型较优．
经过 WinBUGS 程序计算，所比较的 4 个模型

的 DIC 指标值分列如下

模型 1 DIC = 391 511 ( 最小)

模型 2 DIC = 391 729
模型 3 DIC = 391 681
模型 4 DIC = 391 745
因此按照 DIC 统计量，本文提出的结构方程

模型是最优选择，同时也验证了雾霾感知风险和

雾霾感知可控性作为中介变量的合理性． 另外可

以看到，模型 2 和模型 3 这两个仅保留其中一个

中介变量的模型，也都优于没有中介变量的模

型 4．

4 结束语

雾霾污染是目前政府和公众最关注的环境问

题之一． 本文采用结构方程模型的分析方法，研究

了雾霾感知风险与公众应对行为、环境满意度之

间的关系． 分析显示，公众对雾霾的感知风险主要

来源于对各种环境信息的主观感受以及社会影

响，包括与朋友和同事的交流、自己的心理感受、
微信和微博等社交媒体的信息等，因此雾霾信息

的影响可能被放大，从而引起公众偏高的感知风

险． 虽然公众对雾霾的感知风险与实际的 AQI 和

PM2. 5 水平存在一定的正相关关系( 相关系数分

别为 0． 361 和 0． 316) ，但是感知风险并不完全由

AQI 或 PM2. 5 的水平来决定． 另外，分析显示，公

众对雾霾知识的熟悉程度越高( 例如雾霾对身体

健康的影响等) ，他们感知的风险就越大． 这说明

公众对雾霾的感知风险既可能受到非理性因素的

影响，也来自于理性的考虑．
面对雾霾污染的威胁，公众往往采取各种应

对行为来减少自身对雾霾的暴露程度，例如外出

戴口罩、室内开空气净化器等． 调查分析显示，面

对雾霾污染，绝大多数人都会采取一定的防护与

应对措施，其中对环境信息越敏感、雾霾感知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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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大、对雾霾知识了解程度越高、雾霾感知可控性

越大的公众会采取相对更多的防护与应对措施，

他们对相关防护和健康产品的购买意愿也越强．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显示，感知风险在雾霾信息影

响与应对行为之间起着中介变量的作用，即当雾

霾信息使人们产生感知风险时，他们才会采取相

应的应对行为． 另外，雾霾感知可控性也在雾霾知

识熟悉度与对应对行为之间起着中介变量的作

用，即雾霾知识的了解有助于提升雾霾的感知可

控性，从而使人们有更多的应对行为．
雾霾污染已经严重影响到公众对生活环境的

满意度以及对政府环境工作的满意度． 分析结果

显示，对雾霾污染感知的风险越高、对环境信息敏

感性越强、感知的可控性越差，公众对生态环境、
生活环境以及生活质量的总体满意度就越低，对

政府在雾霾治理、生态环境建设等方面工作的总

体满意度评价也越低． 特别是，雾霾感知风险在环

境信息影响与环境满意度之间起着中介变量的作

用，即环境信息会通过增强感知风险导致公众对

政府的应对能力和控制能力产生质疑，从而降低

对政府环境工作的满意度． 另外，雾霾知识会直接

或者间接通过感知可控性对环境满意度评价产生

正面影响，但也会通过感知风险这个中介变量对

环境满意度评价产生负面影响，因此最终的正面

影响有限． 总体上，雾霾知识的普及有利于提高公

众对雾霾的感知可控性，从而增加人们的应对行

为以及对环境的满意度．
公众普遍认为，政府应当承担环境管理工作

的主要责任． 对公众感知风险及雾霾应对行为方

面的探讨，有助于政府和相关组织更好地了解目

前公众对于雾霾风险的认知状况及其变化规律，

提高政府和社会应对雾霾灾害的能力． 对此，本文

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一是增强环境危机的应对能

力，提升政府满意度． 雾霾污染已成为全国性的环

境危机问题． 理性的环境风险感知能有效帮助公

众保持一定的敏感性，降低自身暴露性，提高应对

能力，从而更好地规避雾霾风险． 近年来，政府部

门对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重污染天气过程进行了准

确的预测和预警，从而可以及时启动应急方案． 这

些工作增加了民众对雾霾可控性的感受，有利于

防护的心理准备，从而减少雾霾对人们的感知威

胁． 二是与公众有效沟通，掌控雾霾信息传播渠

道． 由于环境信息来源多元化且存在多种测量手

段，各方发布的信息与政府部门公布的信息存在

一定出入，从而造成了公众的疑虑． 信息是公众面

对公共危机事件决策判断的主要依据． 因此，应尽

快完善政府权威信息发布制度及传播渠道建设，

保证公众获取雾霾信息的权利． 另外，要着力推动

雾霾知识普及，使公众全面了解雾霾的本质、产生

原因、潜在危害及防治手段等相关知识，培养公众

良好的环境行为，提升公众的应对能力． 三是建立

雾霾治理公众参与制度，提升公众环境责任意识．
雾霾的治理需要政府、非政府组织、企业以及公众

共同参与和协同治理． 特别是，公众既是雾霾治理

成果的需求者，也是雾霾治理过程的推动者． 树立

公众积极参与雾霾治理的主体意识，对激发公众

采取实质性行动保护环境，改变生活方式开展低

碳生活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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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irical study on the perceived risk of smog and public coping behavior

XU Ge1，2，FENG Xiang-nan3* ，LI Yi-wei4，CHEN Xiao-hong1，5，JIA Jian-min3，4

1． Hunan University of Commerce，Mobile E-business 2011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of Hunan Pr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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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Hunan University of Commerce，Changsha 410205，China;
3．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Chengdu 610031，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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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has been developed to study the perceived risk of smog，related factors
and coping behaviors，based on the data collected from a large-scale questionnaire survey during the recent se-
rious smog time． Ｒesults show that individuals who are more sensitive to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who have
a higher level of perceived risk and more knowledge about smog，and who perceive more controllability，will
be more likely to have protective and coping behavior，and more willing to purchase health protection prod-
ucts． In particular，perceived risk plays as a strong mediation role between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and cop-
ing behaviors as well as environment satisfaction． In other words，when smog pollution arouses public per-
ceived risk，they will take more coping behaviors and will give a worse evaluation of the environment． In addi-
tion，the perceived controllability of smog plays a partial mediation role between the familiarity of smog knowl-
edge and coping behaviors，and between the familiarity of smog knowledge and environment satisfaction．
Key words: smog; air pollution; perceived risk; coping behavior; environment satisfaction; structural equa-

tion mode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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